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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被问到的问题的本质关系。理解文本意味着理解这个问题。”①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中国经学诠释学思想史研究及释经文献整理”（２３＆ＺＤ２３６）的阶
段性成果〕

［作者周海天，上海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上海 ２００４４４）。］

在 “注”与 “盰”之间

———论陆九渊心学诠释学与西方诠释学的对话

王越凡

陆九渊命题的心本体论及其探究型诠释学立场

　 　 在中国经学诠释学注疏传统上，围绕诠释主体 “我”与 “六经”之注解关系，历代释经者存留了丰富的

论述与辩难。其中最为精粹的经学诠释学思想，可追溯至南宋心学家陆九渊所提出的那个著名的命题：“‘六

经’注我，我注 ‘六经’。”自提出以来，该诠释学命题在象山学派及后世学者中被反复重释与演绎。“‘六

经’注我，我注 ‘六经’”由前后两个子命题构成，当代学人普遍认为其在逻辑上指向两种不同的解经方法

论：前者强调诠释主体之能动性 （ａｇｅｎｃｙ），降解了 “六经”作为神圣正典 （ｃａｎｏｎ）所蕴含的真理意义与权
威性，是今文经学的立场；后者则封闭了诠释主体对 “六经”的主动阐发，是古文经学的视域。然而，这一

命题最为关键的存在论 （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ｅ）向度却在现代学者的简要征引与误读中逐渐沉寂了。
面对当下中西古典学之比较研究兴起与躁动的学术语境，我们有必要回到上述命题的源出背景与书写形

态，准确把握 “注”这一联结 “我”与 “六经”的动词所承载的意义，由此方能厘清陆九渊的心学思想与诠

释学立场，进而探索其与西方诠释学对话的可能性。陆九渊一生并未留下专著，其亲笔所撰之文字仅存与友

人沟通往来的书信、奏表、讲义、策问、诗作及杂著等，后由其子整理遗稿、谥议，以及陆氏门人编纂的语

录和年谱等，编为 《象山先生全集》。现存中华书局 １９８０年版之 《陆九渊集》乃以上海涵芬楼影印、嘉靖四

十年 （１５６１）王宗沐校订刊刻之 《象山先生全集》为底本，同时参校其他传世刻本编校而成，是陆九渊研究

的重要参考文献。《陆九渊集·语录上》载：

或问先生何不著书。对曰：“‘六经’注我，我注 ‘六经’。韩退之是倒做，盖欲因学文而学道。”②

这则著录出自陆九渊右门人傅季鲁，列于 《语录上》的第一部分。由其传录方式及编次位置可推知，此著录

具有较高的还原度。就语法释读而言， “‘六经’注我，我注 ‘六经’”是古代汉语中典型的 “无标识被动

句”，即这一命题在结构形式上无直接表示被动的标志字，但在语义上具有被动指向。③ 若依现代汉语的逻辑

加以转写，其意义可表述为 “‘六经’被我所注解，我被 ‘六经’所注解”。事实上，无论从被动结构抑或主

动结构理解，这一命题均内含两种不同的解经方法论。

在 《陆九渊集·年谱》中，陆门弟子杨慈湖之学生赵彦緔对 “‘六经’注我，我注 ‘六经’”的转述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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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九渊撰，钟哲点校：《陆九渊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第 ３９９页。按：此版 《陆九渊集》全书为繁体字，此处依学术惯

例，把引文转写为简体字，又因现代汉语中无 “盰”之简体字，故使用当下通用之 “注”。

郭锡良等编著：《古代汉语》上册 （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２年，第 ３０１页。



在 “注”与 “盰”之间

们理解这一命题提示了重要的师承脉络：

理宗绍定三年己丑，江东提刑赵彦緔重修象山精舍。云：“道在笃行，不在空言，道在反求，不在外骛。

彦緔壮岁从慈湖游，慈湖实师象山陆先生。尝闻或谓陆先生云：‘胡不注 “六经”？’先生云：‘“六经”当注

我，我何注 “六经”。’又观先生与学子帖，有 “反思自得”“反而求之”之训，有朴实一途之说。①

上述场景发生于理宗绍定三年 （１２３０年），即陆九渊逝世 （１１９３年）三十七年后，与 《语录上》的相关记述

相隔至少四十余年。赵彦緔在原两则子命题中各增一字，不妨将其视为对陆九渊之诠释学立场的补充诠释。

其一，在 “‘六经’当注我”中增入了情态动词 “当”，形成肯定句，意为 “‘六经’应当被我所注解”，

凸显了主体心性在解经过程中的能动地位。其二，更巧妙的增字在于 “我何注 ‘六经’”之疑问副词 “何”，

从而把原本的陈述句转写为反问句，意为 “我怎么会被 ‘六经’所注解呢”。这一句式的改变不仅在语气上

强化了释经主体的能动性，更在方法论上完成了对前一子命题之今文经学立场的呼应与肯定。简言之，赵彦

緔的增字诠释认同了陆九渊 “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② 的心本体论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ｈｅａｒｔｍｉｎｄ），保
存了象山学系内部对师说的原初理解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把这条文献与 《语录上》的著录给予互释，我

们不难发现，陆九渊特别提出心本体论，是为了批判韩愈的道本体论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Ｄａｏ）并与之对立，从而形
成言简扼要但强势恢宏的为学立场。③

在后代嗣学的校读与接受过程中，不乏沿袭赵彦緔之增字策略者，他们往往改写后一子命题，以凸显章

太炎所评陆九渊之 “不以解经为重”的今文经学立场。④ 例如，在 《诸子略说》一文中，章太炎校增了否定

副词 “不”，将整一命题改写为 “六经注我，我不注六经”。⑤ 又如在 《宋明理学》一书中，陈来增添了疑问

副词 “安”，即 “六经注我，我 （安）注六经！”⑥ 章太炎与陈来试图通过把陈述句转换为否定句或反问句的

方式，对陆九渊的心学诠释学命题给予补充性的诠释，但这类语法转换在语言结构上存在明显问题：其仅对

后半句加字而前半句未作相应调整，不符合古汉语的对称性结构，也破坏了赵彦緔所陈之句的修辞均衡。

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陆九渊的心本体论对 “六经”秉持着开放性、生成性的能动探问，反对将文本

意义封闭为唯一且不可改变的教条式表达，这体现了一种以诠释主体为中心的探究型诠释学 （ｄｉｅ ｚｅｔｅｔｉｓｃｈｅ
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ｋ）立场。德国哲学家盖尔德塞策指出，探究型诠释学是在对独断型诠释学 （ｄｉｅ ｄｏｇｍａｔｉｓｃｈｅ
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ｋ）的批判性反思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它拒绝文本诠释过程中的预设权威或封闭意图，目标在于转
化从实践与反思中获得的理解和解释，使之成为能够清楚且充分地 “映射” （ａｂｂｉｌｄｅｎ）、 “重构”

（ｒｅｋｏｎｓｔｒｕｉｅｒｅｎ），或是 “建构”（ｋｏｎｓｔｒｕｉｅｒｅｎ）意义的理论。⑦ 陆九渊心学的探究型诠释学思想，正是在对从
孔子删 “六经”以来的独断论诠释学⑧的批判性反思中建立起来的。

“注”与 “盰”：字源、义类与语用范域之别

要准确地理解陆九渊心学的探究型诠释学命题，我们必须查检 《陆九渊集》校刻的底本情况。在这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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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陆九渊撰，钟哲点校：《陆九渊集》，第 ５２２、４８３页。
按：其他学者对 《语录上》与 《年谱》这两则文献亦有讨论，参见朱人求：《正确理解 “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收于郑晓江主

编：《六经注我———象山学术及江右思想家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刘化兵：《陆九渊 “六经注我，我注六

经”本义辨析》，《中国文学研究》２００８年第 ２期。
⑤　 章太炎：《国学演讲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 １８３页。
陈来：《宋明理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 １５７页。
按：２００２年，南丹麦大学哲学和宗教研究所召开了 “哲学史的哲学”（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国际会议。在会
上，德国哲学家盖尔德塞策 （Ｌｕｔｚ Ｇｅｌｄｓｅｔｚｅｒ）发表了题为 《论哲学史的探究型进路与独断型进路》 （ｂｅｒ ｚｅｔｅｔｉｓｃｈｅｎ ｕｎｄ ｄｏｇｍａｔｉｓｃｈｅｎ
Ｕｍｇａｎｇ ｍｉｔ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的主题演讲，强调把现代诠释学区分为探究型诠释学 （ｄｉｅ ｚｅｔｅｔｉｓｃｈｅ 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ｋ）与独断论诠释学
（ｄｉｅ ｄｏｇｍａｔｉｓｃｈｅ 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ｋ）。讲稿的德文版全文见 ｈｔｔｐｓ牶 ??ｗｗｗ ｐｈｉｌｆａｋ ｕｎｉｄｕｅｓｓｅｌｄｏｒｆ ｄｅ ／ ｐｈｉｌｏ ／ ｇｅｌｄｓｅｔｚｅｒ ／ ｏｄｅｎｓｅｉｉ ｈｔｍｌ。伽达默尔
在 《诠释学Ⅱ：真理与方法》的 “修辞学和诠释学”一章中简要谈及了盖尔德塞策以及他提出的这两种诠释学，但未展开详细论证。

参见伽达默尔：《诠释学Ⅱ：真理与方法 （修订译本）》，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７年，第 ３３３页。洪汉鼎在其专著 《诠

释学：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的第三节以 “独断型诠释学与探究型诠释学”为题，概述了这两类诠

释学路径以及伽达默尔对这种区分的批评。

按：杨乃乔在 《中国经学诠释学及其释经的自解原则———论孔子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独断论诠释学思想》（《中国比较文学》

２０１５年第 ２期）一文中，特别使用 “独断论诠释学”这一术语，首次将其纳入中国经学诠释学相关问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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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于 １５６１年的明代刻本中，陆九渊心学诠释学命题之原貌清晰可辨：“六经”盰 “我”，“我”盰 “六经”。

超出学界既往认知的是，真正作用于 “我”与 “六经”的关键字是 “盰”，而非后世简化的 “注”！

在 “注”与 “盰”这两个重要汉字术语之间的择取与替换被学界长期忽视了，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大陆

曾先后于 １９５５年、１９７７年及 １９８１ 年进行了三次大规模汉字简化工作。在以简体字为规范的出版体系中，
“盰”通常被视作 “注”的繁体或异体形式而被统一替换，由此遮蔽了陆九渊心学诠释学命题的微言大义。

然而，回溯中国古代的语文学 （Ｐｈｉｌｏｌｏｇｉｅ）传统，“注”与 “盰”实非完全可通之字，二者在字源、义类与

语用范域上存在着明显区分。这要求我们从训诂学的方法论去界定 “注”与 “盰”的字源发展逻辑，以区别

二者在经学诠释学之注疏传统上的不同注经语境。倘若不加辨析而仅给予草率的替换，这不仅有违原典语义，

且更可能造成对该命题的本质性误读。基于此，下文在涉及出土文献与繁体出版物之引文时，均保留 “注”

与 “盰”两种不同的书写形态，以示区分，其余汉字则统一使用简体字书写。

据考证，“盰”字的产生时间相对较晚，东汉许慎所撰之 《说文解字》尚未收录 “盰”字，表明其并未

进入先秦两汉以来的经学传统。然而，这并不意味着 “盰”字至东汉时仍未产生。１９８０年，在山东省嘉祥县
出土的一方汉代画像石题记已出现了 “盰”字用例：“永寿三年十二月戊寅朔廿六日葵巳，惟许卒史安国，

礼性方直，廉言敦笃，慈仁多恩，盰所不可。”① 据此，我们有理由猜测，“盰”在东汉时已产生并使用，但

尚未成为常用字或释经专用字。汉以后的字书方始将 “盰”作为独立条目予以解释，如南朝训诂学家顾野王

的 《玉篇》释义：“盰，疏也，解也。”②

“注”字的产生时间则远早于 “盰”，其不但有多个甲骨文字形，如 “C ”“o ”“p ”等，而且与其他
形近字有着紧密的联系。③ 至东汉，《说文解字》已有 “注”字，其本意是 “灌输”或 “注入”。清人段玉裁

在 “注”字条目下的解释更是详尽：

《大雅》曰：“挹彼注皍。”引伸为传注、为 “六书”转注。“注”之云者，引之有所适也。故释经以明其

义曰 “注”，交互之而其义相输曰 “转注”。释故、释言、释训皆转注也。

按：汉、唐、宋人经注之字无有作 “盰”者。明人始改 “注”为 “盰”，大非古义也。古惟盰记字从言。

如 《左传》叙诸所记盰、韩愈文市井货钱盰记之类。通俗文云：“记物曰 ‘盰’。”《广雅》：“盰，识也。”古

起居盰用此字，与注释字别。④

段玉裁为 “记”字所作之按语可与 “注”字之按语相呼应：“晋唐人作盰记字。盰从言不从水，不与传注

字同。”⑤

段玉裁对 “盰”和 “注”的解释与区分提供了两个重要的信息。第一，“盰”和 “注”均有 “解释”之

意，其中 “盰”的 “解释”义引申自 “注”。这一信息可与王力在 《王力古汉语字典》中的说明相互印证。

该字典对 “盰”的解释为：“‘注’‘盰’同音，‘注’是灌注，盰释本灌注之引申义。六朝以后始有 ‘盰’

作为专用字。”⑥ 对 “注”字则作如下辨析：“［辨］注，盰。‘盰’是 ‘注’的分别字，在 ‘注释’‘记载’

的意义上，‘注’又写作 ‘盰’。‘注’的其他意义都不写作 ‘盰’。”⑦ 从古文字学角度而言，王力对于 “盰”

和 “注”的意义区分与关系定位，简要而切中肯綮。

第二，在汉、晋、唐、宋诸朝，二者的使用范域不同：“盰”（ａ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用于释文，侧重对一般文章的
疏解；“注”（ｅｘｅｇｅｓｉｓ）则是一个重要释经文体，特指对儒家经典的诠释。在其他朝代，当 “盰”和 “注”

均意为 “解释”时，二者通用于广义上的文本疏解。需要注意的是，段玉裁的这一论断是从宏观层面总结出

的普遍性现象，非指上述朝代之所有文人皆有意识地对二者作出明确的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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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⑥

按：这批汉代画像石上刻有长篇题刻，文字分左右两部分。就题刻及其之释文，参见朱锡禄：《山东嘉祥宋山 １９８０年出土的汉画像
石》，《文物》１９８２年第 ５期；赵超：《山东嘉祥出土东汉永寿三年画像石题记补考》，《文物》１９９０年第 ９期；李发林：《山东汉画
像石研究》，济南：齐鲁书社，１９８２年。
《宋本玉篇》，影印张氏泽存堂本，北京：中国书店，１９８３年，第 １７０页。
按：裘锡圭在 《殷墟甲骨文字考释 （七篇）》［《湖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０年第 １期］的最后一篇 “释 ‘注’”中特

别考释了 “注”的源流及其同源字的演变。

⑤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影印经韵楼藏版，第 ５５５、９５页。

⑦　 王力主编：《王力古汉语字典》，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０年，第 １２６６、５７３页。



在 “注”与 “盰”之间

然若聚焦至陆九渊的心学诠释学思想，我认为，其对于 “注经”与 “盰文”的界分实为有意之举。

此一判断可由 《陆九渊集》中的四则文献佐证： （１）或问先生何不著书。对曰： “‘六经’盰我，我盰
‘六经’。韩退之是倒做，盖欲因学文而学道”①；（２）学苟知本，“六经”皆我盰脚②；（３）尝闻或谓陆先
生云：“胡不盰 ‘六经’？”先生云：“‘六经’当盰我，我何盰 ‘六经’”③；（４）先生曰：“不可作聪明，
乱旧章。如郑康成注书，枘凿最多。读经只如此读去，便自心解。注不可信，或是讳语，或是莽制。傅季

鲁保社中议此甚明，可一往见之”。④ “盰”与 “注”虽同具 “解释”之义，然而两者在 《陆九渊集》中

却体现出清晰的语用区分：凡属陆九渊自身之释经思想与诠释实践，皆以 “盰”出场；而谈及汉代经学家

郑玄的笺注，则用 “注”指代。此一用法表现出陆九渊对 “六经”权威的深刻反思以及对释经权力的自

觉重构。

“注经”与 “盰文”：从经学诠释学到文学阐释学

在陆九渊的释经学立场上，“六经”之旨已不再垄断于少数的特定诠释者，而是向每一位能够依据自身

存在经验以通达其义理的主体敞开———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六经”成为了具有开放意义的文本。因此，不

同于独断论诠释学对于 “六经”原初意义的信仰性追寻与遵循，“‘六经’注我，我注 ‘六经’”体现出探究

型诠释学的两个鲜明特征：其一，神性的消解，即承认文本与当下之间因时间距离所带来的语言陌生性，并

致力于在两者的差异之中进行转换与理解，进而实现文本的作者视域与诠释者视域的融合。其二，意义的阐

发，即不同历史情境下的诠释者，面对同一文本，可能形成多重阅读视角与创造性诠释，文本的阅读意义遂

得以超越作者的原初意图而持续增殖。在此意义上，理解的本质则是达向 “不同的理解”

（Ａｎｄｅｒｓｖｅｒｓｔｅｈｅｅｎ），而 “非更好的理解”（Ｂｅｓｓｅｒｖｅｒｓｔｅｈｅｎ）。
陆九渊心学的探究型诠释学立场在其 “简易工夫”方法论中得到鲜明体现，这具体表现为书信往来、与

会论辩、授徒讲学等互动方式。陆九渊曾言：“天下之理无穷，若以吾平生所经历者言之，真所谓伐南山之

竹，不足以受我辞”，而 “所谓可久可大者，不出简易而已”。⑤ 从 ３３岁槐堂讲学起，陆九渊的治学与讲学原
则已见雏形，如立心辨志、不立学规、不重文字等；至 ４９岁在象山精舍传道授业时，他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
的心学诠释学体系。时人对陆九渊之尊称 “象山先生”，就取自 “象山精舍”之名，足见其讲学活动对当时

社会之深远影响。“精舍”一词，在陆九渊以 “心”为本体之尊的治学思想中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精

舍”指讲学之所，宋人王观国曰：“古之儒者，教授生徒，其所居之舍皆谓之精舍”⑥；另一方面，若以拆解

的方式理解 “精舍”二字，其又可以指 “心之所舍”，如 《管子·内业》载：“定心在中，耳目聪明，四枝坚

固，可以为精舍”，唐代经学家尹知章为之注曰：“心者，精之所舍。”⑦

陆九渊曾大胆自评：“孟子之后，至是而始一明。”⑧ 此言虽显不羁，却受到了新儒家牟宗三的高度评价，

认为陆九渊以 “启发、指点、训诫、遮拨”的方式融会孟子之心性论，而较之于逻辑演绎的方式更为有效，

因为陆九渊的心学诠释学立场所面对的是浮沉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活生生的个体，而非拘泥于通过考据训诂来

解义凝滞静默的典籍。⑨ 在直承孟子心性论的基础上，陆九渊更进一步，主张 “心于五官最尊大”⑩，认为凡

能保有其本心者，皆能通过 “反思”自身之生存境遇，“自得”具有开放意义的 “六经”之义理，而无需崇

拜式地外求且信仰所谓 “唯一”的真理性奥义。

总之，“‘六经’注我，我注 ‘六经’”这一著名的经学诠释学命题不仅总纳了两种解经方法论并暗含了释

经者的主体能动性，更可被视为具有高度普遍性的存在论哲学命题，其学理意义甚至贯通中西诠释学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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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③

⑤

⑥

⑦

⑧

⑨

②　 陆九渊撰，王宗沐校刊：《象山先生全集》第 １０册，卷 ３４，嘉靖四十年刻本，第 ７页上、１页下。

④　 陆九渊撰，王宗沐校刊：《象山先生全集》第 １２册，卷 ３６，嘉靖四十年刻本，第 ５７页下、３２页下。
陆九渊撰，钟哲点校：《陆九渊集》，第 ３９６、６５页。
王观国撰，田瑞娟点校：《学林》，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第 ２４４页。
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中册，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第 ９３７页。

⑩　 陆九渊撰，钟哲点校：《陆九渊集》，第 １３４、１４９页。
牟宗三：《从陆象山到刘蕺山》，中国台北：学生书局，１９７９年，第 ５ 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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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解经方法论，它强调前一子命题所倡导的文本诠释的合法化路径，为后世的文学批评与文学阐释学的生

发敞开了崭新的视域与践行的可能性。此外，这一诠释学命题所蕴含的心学思想启发我们重视本心之于求道

的逻辑路向，即通过反求诸心的向内审思，来实现诠释主体作为此在 （Ｄａｓｅｉｎ）之存在的存在论意义
（Ｓｉｎｎ）。由此，诠释主体的本心不仅是精神的居所，也是身体与现象界互动的处所 （ｐｌａｃｅ），从而实现了
“精神”与 “肉体”的共同在场与意义关联的互为生成。作为一种探究型诠释学，陆九渊心学所主张的文本

之开放性与生成性降解了 “六经”从其被孔子删定到经学家为之注疏所构成的权力话语体系，也为我们在此

所论述这一心学诠释学命题灌注了内外汇通且生动鲜活的生命个体张力。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中国经学诠释学思想史研究及释经文献整理”（２３＆ＺＤ２３６）的阶
段性成果〕

［作者王越凡，澳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助理教授。］

（本组笔谈责任编辑：张 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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